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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儒学批判的发生,有一个袁世凯由尊孔到复辟的特殊背景。从1912年9月袁政府发布

《尊崇伦常文》,到1916年初洪宪丑剧公然上演,跨时约四、五年,在此期间,袁氏及其爪牙花样百出

的尊孔礼赞和皇权鼓吹显然没有受到公众舆论的有力抵制,直至帝制复辟竟成事实。自觉肩负文化启

蒙使命的激进主义民主革命派在倡导科学精神、宏扬民主观念时,对复辟派用以盅惑民心的儒学、孔

教进行猛烈的抨击,于是而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然而这种抨击又直接埋下了对中国社会的巨大伤害和

伦理道德急剧沦丧的文化种子,并长久成为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沉重内伤。从后果追溯原因,笔者以

为新文化运动时期儒学批判学术展开的三项不足是重要原因。 

鉴于学界同仁对新文化运动时期儒学批判的主要论点都已烂熟于胸,故请同道诸君允许笔者在

以下行文中不再赘引具体辞句与敷衍展开,而冒昧地直接就三项学术展开不足部分阐述一己的体会。 

 

一  对儒学本真意义上的主旨研究展开不足 

新文化运动儒学批判的焦点之一,是对以"三纲"为核心的"孔教"伦理的批判,认为儒学"三纲"之

论的根本义,是用以体现及维护"别尊卑贵贱"的"阶级制度"和服务于封建专制帝王奴役人民的需要。

［1］这一批判准确揭露了民初那批复辟者流满嘴仁义道德却意在奴役百姓的真实嘴脸。但在学术层

面上需要指出的是,这批复辟者流鼓吹的所谓"三纲"教义,并非儒学本真意义上的主旨,它只是后世

一些热衷功名的"儒生"迎合专制君王需要而曲解儒学的产物,［2］并将孔子创建的儒学理论在作用

对象及运作方向上作了根本性的覆倒。 

研读儒学原典,可以强烈感受到孔子学说有一种教化天下,为帝王师的泱泱气概,因此儒学理论也

就包含了一种教化人君、规范统治集团的伦理倾向。这种教化与规范集中表现于以"礼"为用、以"仁"为体的理

论体系及其辩证关系中。这同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环境与"诸子起于救时之弊"的历史背景是相吻合的。后世

所谓"三纲"教义,词句虽秉自孔子,但前者那种逢迎强权的奴化心态在元典中是不存在的。在儒学原典中,"礼"

之一说,主要是针对统治集团的,是对统治集团行为规范的某种设定。《礼记·曲礼上》云:"礼不下庶人"句,明

确无误地表示了"礼"是统治阶级的特权,它体现的只是统治集团成员间相互关系的行为准则。传统所谓"礼失求

诸野",正反映了在"礼"的观照下,"朝"、"野"之间的森严区别。春秋时代"礼"的操作,不仅是文字的规定,

同时还需相应服饰、器皿配套。所以尽管"礼"的内容涉及一般家庭生活中父子、长幼关系,但凭"礼"

的繁琐及贵重,同社会底层"日出而作、日落而歇"的升斗小民,距离是十分遥远的。孔子的目的十分

清楚,他希望通过这种神秘而繁琐的复杂礼仪,对执政的贵族官僚产生某种心理克制,从而抑制当时

过份张扬的私欲情结,所谓"礼"者,"绝恶于未萌","禁乱之所由生"［3］就体现了这种"礼"的本质。

千百年来,山野村夫、陋巷俗妇失"礼"的故事代有所闻,但流风所被,不出闾里,能对社会秩序产生决



定性影响,并造成"礼崩乐坏"局面的,只能是居于社会主流地位的贵族官僚阶层,在这个前提下,孔子

关于"修齐治平"的大道理,才有了客观物质基础。 

以"礼"为基点,孔子进一步提出"仁"的观念,这是一对体用互生的辩证统一,用孔子的话表述就

是所谓"克己复礼为仁"。［4］依笔者理解,这句话包括两层意思:一、"礼"的达到,必须经由对一已

私欲克制的过程,在这里,"己"属私字观念,"礼"属公益范畴;二、做到了"礼",也即达到了"仁"。而"

仁"只是"爱人"的别称,所以评判"礼"与"非礼"的标准,即是"爱人"与否,"仁者人也"表达的就是这个

意思。在此,"礼"是政治范畴,"仁"是道德范畴;"仁"是一种自觉,它并非天生,而只是教化的产物,是

日身三省、自我修养的结果,所以统治阶级必须先行接受这种教化和进行这种自我修养,其合格者方

能获得统治人民的资格。所谓"人不学,不知道",［5］所谓"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6］所谓"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7］等,说的都是这个理。 

从社会的辩证法看,一个时代所提倡的往往正是这个时代所缺乏的。孔子极力提倡"礼"与"仁"

的思想,可以推理他认为当时社会是无"礼"无"仁"的时代。同样的推理,既然"礼"、"仁"是教化的产

物,那么自然状态下的人,尤其是社会中的权势者,无"礼"无"仁"便是天性本色,因此,"礼了与"仁"的

提出,直接是对社会权势者的克制,以使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一一广大的普通民众,能获得比较人道的

待遇,这里面饱含了儒学创立者悲悯众生的人文情结,也因此,"亲民"观念成了儒学中一个最重要的

基本特色。儒学经典中类似"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8］,"民之所好好立,民之所恶恶之",

［9］"君子贵人而贱已,先人而先己,"［10］"民惟邦本,本固邦宁"［11］的记载,可说俯拾多是。这

同新文化运动时期所批"儒学"强烈的官本位色彩明显具有极大的本质差别。 

孔子的"爱人"与墨子的"兼爱"在内涵上有部分重叠,两者的分别是,墨子的爱更倾向于无私的爱,

而孔子则倾向在承认自私的合理存在基础上努力发掘人类内心美好的一面,要求社会每一成员将家

庭血缘至亲间的相互关爱扩大为全社会的行为,以消弥当时因私欲膨胀、恶性争斗而给社会带来的深

重灾难。孔子要求人们彼此间多理解、少埋怨,要有"恕"的精神,要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12］在克制一己私欲,照顾对方的基础上达到"仁"的境界。在这里,"仁"也包含了公益成份,"礼"

与"仁"在"爱人"的基础上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成为"道"的表征,于是有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

结论。［13］它的理想模式就表现为儒学的大同世界:"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

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14］上述描绘中所

散发出来的儒家寄托于大向社会的那种祥和之气,与新文化运动时口诛笔伐,满溢刚戾之气的"吃人的礼教",已毫

无相似之处。 

二  对儒家源流演变深层原因分析展开不够 

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批判儒学是历代封建统治者的"百世之魂",［15］和"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16］主要是针对袁世



凯之流的复辟派所鼓噪的"孔教"、"儒学"的揭露,同孔子、甚至是孟子时代的儒学,明显属于两种范畴,其中蕴涵着时势的流变

和封建专制的侵蚀。 

儒学在初创时期,是一种不为统治者喜爱与看好的学说,孔子周游列国到处碰壁便是证明。至少可以得出两项结论:一、初

创时的儒学并不反映统治者的利益及其爱好;二、孔子也未曾为世俗的荣耀而曲学阿势。因此,儒家学说被束之高阁,一束就是

二百年。二百年后,孟子、荀子不甘寂寞,企望将儒学的一般原理同当时的社会实际相结合,使儒学成为统治实践的理论指南。

孟子发挥孔子"仁"的思想和悲悯情怀,提出了"仁政"学说与"王道"主张,宣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7］的观点,宣扬"

性善论",强调教化的功能,强调儒生的"民本"观念和独立人格,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践不能移,威武不能屈。"［18］孟子发挥

的恰恰是孔子学说中最不受统治者欢迎的部分,因而他的人生际遇只能与孔子一样。 

比孟子稍晚的荀子吸取前人经验,专门发挥孔子"礼"的思想,并将其演绎成一套礼治学说。荀子直面人生,宣扬"性恶论"。

从逻辑上说,倡"性善"者往往注重教化,承认"性恶"论者必然强调驾驭,讲究权谋角力,这就切中了滚滚红尘中各色人等,特别

是权势场中统治人物勾心斗角、争名夺利、发展生存的切身需要。荀学以致一时成为显学,不韦慕名,临淄轰动,荀子三任稷下

学宫祭酒,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备受冷遇二百年的儒学一朝走红的真实原因。荀子以儒学为本,广泛吸纳其他各派,尤其是法家

学说的有效成份,使儒学走出高阁,步入朝堂迈出了决定性一步。其学生韩非、李斯因之致显就是实践的结果。不过,做事极端,

讲究法、术、势的韩、李两人已毫无儒学谦谦君子的气质,给人留下的只是冷峻刚愎、酷烈阴狠、咄咄逼人的铁腕帮凶形象。

随着秦王朝的崩溃,法家一派也遭世人唾弃。汉初黄老之学盛行,除了形势使然外,整个社会对韩非、李斯式的儒学改造方向予

以否决的态度应是根本原因。汉初儒生陆贾不倡儒学反劝汉高祖"无为"而治,至少透露出这样一种消息:原典的孔子儒学不切

实用;荀子、韩、李的变种儒学又不能使用。于是在汉初七十余年间,入世情结极为浓厚的儒学只能避处社会一隅,忍受长达数

代的寂寞与凄惶。但是,已经有过的致显,已经体会过一旦被统治者所用之后给从政儒生带来巨大权力与荣耀甜头,对那些热衷

官场的儒生产生了更强的刺激与无法克制的诱惑。 

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五月,应汉武帝征召而出山的董仲舒,标志着儒学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武帝渴求的是治国方

略及其理论体系,"三年不窥园"的董仲舒提供的正是经过他悉心改造、能适合封建专制统治者需求的董氏儒学。董氏儒学的最

大特点,就是他将原本意在教化天下、为王者师的道德伦理学说,变成了赤裸裸的服务于封建专制统治者驾驭臣民的一种治术。

这在儒学发展史上是一次带有根本性质转移的改造。我们只需对比一下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到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根本性改

变,就不难体会出其中剧变的原因。 

从西汉至东汉,自董仲舒的"五常"到孔颖达的"三纲",这种对儒学的根本性改造大体完成,儒学原旨中富有"民本"情结的"

仁"、"礼"思想,渐渐蜕变成了世俗流鄙、崇上欺下,服务于专制统治的"三纲五常"说教。尽管董仲舒在他的"天

人感应"说中掺入了借天警主的内容,并将"天谴论"同尊重民意曲曲折折地联系在一起,但此时对君王的警策,已

由孔、孟时期大义凛然的道德劝喻,变成了臣民对君王,下属对上司的巴巴乞求。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董仲

舒想就汉高祖陵寝偏殿失火一事作天人感应劝谏,差点让汉武帝杀了头,就是此路不通的直接证明。它证明即使

在儒学已被统治阶级接受为统治思想时,儒学在存在及其解释仍然必须符合统治者政治、经济利益的需要,儒生

所作的一切创造,也不能越出这一原则。而董记儒学中那个"天人感应"及其"天谴论"思想,除了统治者偶然想警

觉一下自己借用借用,以表示自己是位"敬天悯人"的明君外,在中国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只是被统治者用来

证明自己"应天承运"的道具角色。在此,原本意在教化统治者的儒家学说被阴险狡诈的统治者刻意阉割成了统治

百姓的诛心武器。 

然而辩证法是无情的,在统治者汰删掉儒家学说中的告诫成份及民本观念后,肆无忌惮、毫无制约的封建专

制王朝只能不可逆转地陷于腐败之中。东汉末年的宦官专制、豪强横行,正是这一趋势的必然归宿。当理论的批

判被专制者拒绝后,社会发展的洪流就只能以武器的批判开道。历史上从东汉中后期"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

到南北朝后期"寒人掌机要",再到隋末农民大起义,义军所至,"得隋宫及士族子弟皆杀之"［19］,江河倒流般的

社会巨变,从历史的长时期看,正是汉武帝以后的封建专制者阉割了儒学规范统治者的基本元素后,私欲膨胀,徒

逞一己权威的腐朽统治招来的社会报复。魏、晋之后玄学、隐逸、谶讳、佛学、道学轮番兴盛,正是这一时期董



记儒学崩溃,社会政治伦理尽丧的扭曲表现。社会呼唤新伦理的出现。在此背景上,二宋“理学”与明代"心学"

应运而生。 

二宋"理学"与明代"心学"一个最显著的特点,便是他们将儒学从董记治术儒学重新回复到教化伦理与道德

修养的原轨上来,并加强了有关道德修养的功能与力度,王阳明"除心中贼"的说法开始将儒生自身社会形象的塑

造进一步引入到灵魂深处的自我精神塑造。理学大师们将孟子尊为"亚圣",表明了他们对儒学原典中"仁"的思想

的服膺及其民本情结的重新肯定。程颢所云:"孟子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

儒,⋯⋯"［20］就是对董记儒学的明确否定与批判。张载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

开太平",同样如此,除了表示对孔孟之道的崇尚及其发扬光大的决心之外,满溢着对董仲舒之流将圣贤之道的儒 

学变成鄙俚流俗的治术的藐视与不肖。 

但是"真儒"们的清高与执着显然威胁到了统治者的专横与私欲,于是面对他们的只能是排斥与迫害,朱熹、

王阳明等人终身郁郁、叠遭坎坷,就是当然结局。在生产力极为低下的情况下,自守精神家园的文人在世俗的社

会中只能是一个弱势群体。在功名利禄的挤迫与强大引诱面前,更多的儒生情愿将儒家学问当作猎取功名与财富

的敲门砖,他们非常积极且自觉地寻章摘句,把孔孟之道曲解成统治者需要的模式。统治者瞅准了这一点,于是开

始公开阉割儒学,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明太祖朱元璋及其科举选士制度,他规定科考必须以朱注四书为界定,诸

生作文只能"代圣贤立言",不准自己发挥。他对孟子曾说过的"君以臣为草芥,臣则视君为寇雠"及诛舛、纣为诛

一夫等言论极为反感与愤怒,不仅下令将孟子逐出孔庙,还意犹未尽、杀气腾腾地说:"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

［21］朱元璋并不看重"圣贤",他不过是在借"圣贤"作道具,实现自己扼杀知识分子独立意识,培养与造就忠于自

己独裁统治的官僚奴才,从朱元璋之后,经清代而直至"洪宪"皇帝袁世凯,其中虽有明末清初王宗羲、王夫之等真

儒硕学的出现,但在官方场合及主流社会中流行的所谓"孔教"、"儒学"只是一种奴才理论,投机学说。明未、清

末两次异族人侵,不约而同地反复出现"降官如潮、降将如毛"的历史现象,就是这群投机群体、奴才队伍最本质

的体证。 

从孔、孟教化儒学,到董仲舒治术儒学,再到朱元璋御用儒学,直至近世,二千多年间历经巨变,形神蜕异,新

文化运动时期就末世儒学的批判无法涵盖儒学的全部,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三  对儒学中包含的积极成份研究展开不足 

新文化运动儒学批判最激烈的言论,莫过于"只手打倒孔家店"［22］呐喊。事实上,大凡一个能历千年而不

衰的学说,其中必然包含有人们对世界及生命本质的最深刻认识。儒家文化就是如此,它经数千年文化积淀,事实

上包含了华夏先人千百年来思辩成果的智慧结晶。它至少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首先表现在思维方法上。同近世所谓中国人习惯于线性思维的说法不同,原典的儒学强调一种思维的辩证形

态,这主要表现在孔子对《易》的重视与推崇上。孔子晚年喜《易》,为之"韦编三绝",又亲序《系》、《象》、

《说封》、《文言》,［23］可见功夫之深,垂暮之年,他还恋恋不舍地说:"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

"［24］平生向来不语怪力乱神的孔子将满篇都是卜卦说辞的《易》置于六经之首,意义非同寻常,可以理解为孔

子看中了《易》的思维方法及其辩证思想。《易》中的思与辩可分为三个层次:1、以太极图为核心的认识论,

其中阴阳鱼的强弱形态及其彼此互生的运转法则表示着世间万象的最一般规律,而阴阳鱼在各自处于最强势时

核心部位的阳阴眼又表明了世界的非绝对性及其转化规律。2、以八封图及六十四卦演绎展现的思维方法,表现

了大千世界的复杂性、多变性及其有迹可寻的客观规律性。3、是太极图及六十四卦辞相结合所表示的外部世界

不可改变的客观规律与可有限度发挥主观努力间的辩证关系。这三个层次综合而成的对客观世界本体运动法则

及发展趋势的多种可能选择,同生活在专制政治统治下长期养成的线性思维、绝对法则明显具有质的差别。近世

部分学者象发现新大陆般从《易》经中得到智慧与启发并运用于科技革命和信息处理,正是这项传统经藉中包含

有人类认识世界普遍规律积极成分的某种证明。 



其次表现在社会理想上。一个时代的理想是驱动一个时代文明进步的社会航标,但最佳的理想是可能与现实

的有机结合。主张"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孔子正是如此,他的理想基于现实而高于现实。从存在决定意识

的原理出发,身处春秋时期的孔子不可能摆脱社会等级制的束缚。孔子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孟子所

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说法,尽管带有封建时代的色彩,但若去其形式,在技术层面考虑却无疑包含了

人类社会中的普遍原则。在孔子理想中,君臣父子的提法只是社会的表相,在当时只是存在的一种客观,高于这种

客观的理想,才是孔子真正瞩目的地方。那么,他的理想何在呢?笔者以为以孔子为代表提出的儒家理想,表现于

近期与远期两个目标。所谓近期的目标,是孔子为现实政治生活注入了"节财"、"来远附迩"、"选臣"、"举直"

等正面要素,比如君贤臣忠、父慈子孝一样,权力与义务是对等的。这同后世某些时候出现的光有权利而不负责

任的官僚特权社会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至少在世袭特权的政治环境下,孔子提出了知识的标准：“不学习,不知

道”；提出了道德的标准:"皇天元亲,惟德是辅";［25］提出了行为的标准:"克己复礼"、"仁者爱人";提出了竞

争的标准与不断学习的标准:"选"、"举"与"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等等。儒家的远期目标,则体现在本文第一

节末所引《礼记·礼运》篇中所描述的"选贤与能,⋯⋯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儒家大同理想中。 

因儒家的理想体现了封建时代大多数人的利益,闪烁着眷顾弱势群体的人道主义光辉,所以千百年来不绝余

响:从太平天国的"有饭同吃",到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天下为公";从乌托邦的人民公社运动,到改革开放以

来的"共同富裕"理想,元不间接、直接同儒家理想有关。 

第三表现在人格修养上。儒家言论中,洋溢着一种强烈的"君子"意识。孔子采用这个原本专属有地位、有身

位、有领地的贵族特称,衍化为普遍意义上的社会尊称,且将几乎所有的美德、美行、美言与"君子"形象结合在

一起,以致在中国人,尤其是中国文人心中种下了深深的"君子"情结,蔚为社会公认的最美好的人格修养准则。近

世所谓"戊戌六君子"、"七君子事件"等,说明儒家的这一人格修养准则至今仍为人们所认同。与"君子"相对,儒

家人格修养中又提出一个"小人"的概念,且将几乎所有的伪、恶、丑与不肖、鄙夷都同"小人"联系在一起。"君

子"与"小人"一褒一贬,启发人们的荣誉感和羞耻心。虽然"君子"与"小人"相对社会总成员只是少数,但在品檄人

物时"伪君子"、"小人"等词对人造成的伤害,恰恰反证了儒家人格修养学说对社会精神文明建设所起的巨大牵动

作用。 

儒家观念中的"君子"身份,除了正直、清廉等基本因素外,相对较高的文化素质也是必备条件,以至于在传统

社会中形成了一个十分普遍的对知识与知识分子的社会崇拜,并相延成习,蔚为朝野一致的重视教育的风尚。孔

子十分强调"君子"的独立意识,所谓"君子和而不流"［26］所谓"不侮矜寡,不畏强御"。［27］孟子所谓:"富贵

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28］等语道出了"君子"应有的基本内质。孔子强调"君子"的独立意识,是为

了鼓励儒生们去实践"道"的精神,所谓"君子忧道不忧贫,""小人唯利,君子唯义"等皆是,所以必然是:"天下有道

则见,无道则隐",［29］"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30]"道不行,乘桴浮于海"。[31]学界有同仁对甘

地以"非暴力不合作手段"争取民族独立倍加赞时,应当想到这种坚韧不拔、自尊自强的人格精神在二千多年前的

中国已经诞生。相对于孔子这种关于儒家人格修养的要求,后世官场上那些披着儒生外衣,只知巴结上司的文人

官僚是不能被称作儒生的。 

第四表现在行为科学上。孔子明显反对偏激行为,偏激之举被列为"无忌惮"的"小人"行径。他主张处理事情

时应克制一己的感情冲动,本着公益,本着大义,理智地处理出现的矛盾,这称之为"中";这种理智的处理且能切

中矛盾关键而使问题得到正确、顺利解决的,称之为"和"。如处事为人能做到既"中"又"和"的便可算作"中庸"

了。这同某一历史时期人们将"中庸之道"与"调和哲学"混为一谈是极不相同的。"中庸"是一个很高的境界,从立

场、调查、思想、辩析,直到做出正确的处置,孔子倾向于将它概括为:"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

明而道中庸。"[32]明乎此,那种无知而无畏的人对它的批判是作不得数的,是缺乏学术严肃性的。 

孔子认为检验中庸之道的标准,尤如"天地位"、"万物育"般的客观公正。"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33］

并不依主观为转移,所谓"天无私覆,地无私载"说的就是这个理。所以,任何假借公务、暗藏私心的行为,任何冒

功邀赏、行险徼幸的行为,都被孔子列入"反中庸"的小人作为。实践证明,偏激的思想、偏激的行为,以及任何违



背客观规律的主观行为,都只能给社会带来灾难。孔子认为"高明"的"中庸之道"并不难求,所谓"道不远人"［34］，

有"道"元"道"的分辩关键即是"爱人"还是"爱己",是公心还是私意,是兼采还是偏听,由此,引出了后人所谓"子

绝四"的儒家行为规范:"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分解为:"博学、审问、慎思、明辩、笃行"五个程序。孔子对行

为科学的如上总结,即使在二十世纪的今天,依然熠熠生辉。 

上述四方面,都应说包含有客观积极成份,新文化运动批判"孔教"、"儒学"时都没能予以必要的展开。 

从动机、手段、目的和方法诸要素考察,新文化运动虽以文化为舞台,但本质更接近于一场政治启蒙。历史

表明,大凡政治运动多着眼于眼前,而文化的新陈代谢却源远流长,所以我们不能要求新文化运动一锤子解决儒

学传统的现代化转型工作。同样道理,新文化运动时期儒学批判的个别词句也不必具有学术的权威。需要指出的

是,新文化运动的立意精神与价值标准,无疑是积极前进的、健康向上的,我们现在对新文化运动时期儒学批判的

某些不足展开反思,目的仅仅是试图将被阉割、被利用的儒学画皮从隐藏在其背后的恶鬼真凶身上剥离,从而更

好地光大新文化的精神,推进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事实上,1925年鲁迅先生在其《十四年的读经》一文中对

那些倡导"尊孔、崇儒、专经、复古"者别有用心的揭露,和对那些"假借大义、窃取美名"的既得利益者"偷生、

献媚、弄权、自私"的暗讽,［35］已给了我们开导性的启示。 

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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